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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俄罗斯人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

间”得以形成和发展，其在经历了沙俄时期的萌生到苏联时期的迅速发展，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已成为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生活诸方面的重要因素。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

的迁离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去俄罗斯化”①，使得“俄语文化空间”被压缩。 然而，苏联时期

已然形成于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教育、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有其内在的惯性及

“再生产”能力。 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流转于俄乌之间的规模性劳务移民又成为再次联结

“俄语文化空间”的重要载体，不但成为“俄语文化空间”生产者，也刺激了“俄语文化空

间”从城市向乡村扩散。 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实践出现调

整，为“俄语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提供了新的可能。 透视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
流变，有助于探索中亚国家相关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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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俄语文化空间”（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这一表述在俄语文献中与“俄罗

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②紧密相关又有明显的区别。 “俄罗斯世界”的内涵经历了长时期的演进，
尚无明确定论。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初“俄罗斯世界”是沙俄国策中的核心概念，“弥赛亚”③使命就

是建设“俄罗斯世界”的力量源泉之一。 苏联时期，由于联盟内部人口流动加剧，形成了基于“中
心 －边缘”视角的“俄罗斯世界”，其内涵几乎等同于“俄罗斯及海外俄罗斯人群体的世界”。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末，“俄罗斯世界”指使用俄语和用俄语思考的群体组成的网络结构。 俄语成为这一概

念中的核心要素，基于俄语语言思维和交际人文资源的文化、智力、人力和组织潜力成为俄罗斯通

往现代化道路的工具。④ 之后，“俄罗斯世界”得到语言文化、地缘政治、经济、文明共同体等视角的

不同阐释。 现如今“俄罗斯世界”已演变为俄罗斯对内建构民族 － 国家，对外以“超国家文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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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是指将俄罗斯人或者是俄语为母语的其他民族的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从某个特定人群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排挤出去或者边缘化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去俄罗斯化”一词从未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任何的官方文件中。 本文所

用的“去俄罗斯化”与国内外学界对中亚国家“去俄罗斯化”的实践行为所作的总结性术语保持一致。
“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这一概念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一直被普京引用，近十年来已被纳入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 “俄罗斯世

界”的意义已辐散到全球，衍生出多个与之相关的项目（如 ２００７ 年成立“俄罗斯世界”基金会），试图联络全世界所有俄语居民，并将对象扩

大至所有俄罗斯文化的认同者。 转引自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弥赛亚”（Мессианизм）在基督教和东正教中意指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 “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第四个将不再有”的说法从宗

教和政治层面为俄罗斯对内整合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合法性。 经过数百年来的演变，“弥赛亚意识”早已超出最初的宗教和政治范畴，成
为一整套理论和观念，进入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核。

“Русский мир и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усское”， ｈｔｔｐ： ／ ／ ｏｌｄ． ｒｕｓｓ． ｒｕ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ｍｅｔａ ／ ２００００３０２＿ ｓｃｈｅｄｒ． Ｈｔｍｌ．



体”的形式影响“国际关系”（“近邻国家”和“远邻同胞”）的实践工具。 В． А． 季什科夫指出，“‘俄
罗斯世界’已经在形态和意义上发生了转变，它既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网络平台，也成了国家政策实

施和国际关系运转的一部分”①。 张严峻认为，“俄罗斯世界”在进入俄罗斯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之后

也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强调概念中的族群、宗教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所设想的文化共

同体却具有“超民族”“跨地域”的特性。② 因此“俄罗斯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如今的俄罗斯

驾驭，以何种名义驾驭，成为俄罗斯难以自证的命题。
在“俄罗斯世界”的概念演进中，逐渐生成了与强调语言要素相关的“俄语文化空间”概念。

“俄语文化空间”是指涉及特殊文化规范、知识、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文化和语言空间，其中包括不

同族群的社会行为者（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以及（非）正规机构和主要基于俄语的社交网络。③ 也

有学者用这一概念专指俄语在社会生活具体使用中形成的信息交流空间。④ 可见，俄语的使用是

“俄语文化空间”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俄语文化空间”与“俄罗斯世界”有部分重合。 但是，后者更

富政治性色彩，所指向的主体除了俄语的应用能力还有对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认同，甚至被限定在

俄罗斯族这一族属范围之内。 相较之下，“俄语文化空间”则关注语言使用本身，因并不限定主体

的族属身份、文化认同而使概念指涉的主体范围要远远大于“俄罗斯世界”。 同时，“俄语文化空

间”还关注俄语使用的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其对于语言形态多样性的关注亦未被“俄罗斯世界”涉
及。 后苏联时代，“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变更是影响“俄罗斯世界”演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俄罗斯

文化对其“近邻国家”和“远邻同胞”社会文化影响的直观体现。 在“俄语文化空间”这一概念中，
“空间”是关键词。 对“空间”的阐释，既有列斐伏尔以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等三重性

探讨空间生产的过程及相应的人的体验、感知与想象，也有布迪厄从关系互动角度对空间生产的本

质追溯，即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资本结构以及相应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动态化的“场域”，继而

塑造并制约行动者内化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惯习”。 В． А． 季什科夫则认为，空间的实质是其意义

的多重性、空间本身以及其在人类影响下的变化。⑤ “文化空间”（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则是空

间研究的焦点，它的出现是空间⑥、时间、意义、交流四类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В． А． 季什科夫尤其强

调了空间生产的历史性，文化空间中“中心”与“边缘”的特性正是基于历史文化因素的累积和空间自

身的“保守性”才得以形成，使得空间本身成为现代化资源。 可见，居于以及流动于空间之中的人

（或行动者）成为空间得以联结主客观世界的核心，行动者对空间的感知和流动于空间的行动本身

共同塑造了空间的形态，对于文化空间形成和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文化空间的生成、塑造

中，移民作为其中的主体与文化载体，联结了不同时空，是不同文化空间得以互动的重要因素。
自 １８ 世纪初沙俄开始征服中亚直至苏联解体前后，中亚与俄罗斯之间的人口流动是促成中亚

“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 这一时期中亚的俄罗斯移民数量经历了由少到多

再弱化的过程，伴以自 ２０００ 年起中亚赴俄劳务移民稳中有升的趋势。 本文以 １９ 世纪以来迁徙流

动于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移民为研究对象，以移民及其行动实践为载体，透视乌兹别克斯坦

“俄语文化空间”的流变，尝试以一国之语言文化空间流变呈现中亚国家相关演进历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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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А． Тишков， “Русский мир： меняющиеся смыслы и стратеги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ｎｏ． ７， ２００７．
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Н． П． Космарская， “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ки， параметр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и ’”， Днев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ований， ｎｏ． ３３， ２０１７．
В． А． Тишков， “Культурный смысл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此处指对地理空间的组织和利用。



一、“俄语文化空间”的载体———俄乌之间流徙的移民

１８ 世纪初随着沙俄扩张，俄罗斯族开始向中亚地区迁移。 在其迁徙史上，１９２６—１９７９ 年是俄罗

斯族在中亚增速最快的时期，数量从 ２５３． ８ 万增至 ９３１． ３ 万，到 １９８０ 年代末达到 ９５０ 余万人。 至苏联

解体前，中亚的俄罗斯族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６５． ４％）和乌兹别克斯坦（１７． ４％）。①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除哈萨克斯坦外，中亚其他四国的俄罗斯族开始减少。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 年中亚五国的俄罗斯族均明显

减少，除土库曼斯坦相关统计数据不明，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数量下降了 ２６％②，乌兹别克斯坦下

降了 ２７％③，吉尔吉斯斯坦下降了 ３４． ２％④，塔吉克斯坦因内战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俄罗斯族数

量下降了 ８２． ４％⑤。 俄罗斯族移民在中亚五国的消退，代之以另一番迁移的兴起。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中亚国家纷纷独立至今，三十年间中亚的劳务移民⑥形成了新的人口流动

趋向。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亚劳务移民输出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韩国、土耳其等国则成为主要接收国。 其中，俄罗斯是中亚劳务移民的最大接收国，接收了约 ８０％
的中亚劳务移民。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受金融危机（２００８）、乌克兰危机（２０１５）、新冠疫情

（２０２０）的影响，中亚赴俄劳务移民整体上呈稳中有升的趋势。⑦

（一）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及其变动

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前主要为苏联政府主导的人口迁移的结

果，之后则以自发流入为主。 农业集体化时期（１９２９—１９３６ 年）农业发达的乌兹别克斯坦接纳了

７８． ６ 万⑧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其中俄罗斯族约 ４５ 万人（见图 １），这成为 １９ 世纪以来乌兹别克斯坦

最大的移民潮。 在工业化时期（１９３３—１９３８ 年）和二战之后，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城市化水平的

提升，迁居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数量稳步增长。 １９５９ 年人口普查时，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

斯族已超过 １００ 万，１９７９ 年其数量达到历史峰值的 １６６． ６ 万。 从 １９８９ 年起至 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

坦的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则减少了近 １００ 万。
下页图 １ 可见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的人口数量发展变化脉络，显现为自 １９２６ 年开始日益增

加，至 １９７９ 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 就俄罗斯族在乌兹别克斯坦总人口中的比重看，
整体趋势亦为从增长至峰值再下降的趋势，而 １９５０ 年代为占比最高的时期。 上述比重与数量的峰

值存在时段差异，主要与乌兹别克人高出生率有关，１９９０ 年代之后则与俄罗斯族的迁离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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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久：《中亚及新疆：历史学与民族学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７０—１７３ 页。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１９８９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азахская СС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ｍｏｓｃｏｐｅ． ｒｕ ／ ｗｅｅｋｌｙ ／

ｓｓｐ ／ ｓｎｇ＿ｎａｃ＿８９． ｐｈｐ？ ｒｅｇ ＝５；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том １）， Алматы， с． ９， ２０００．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１９８９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Узбекская СС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ｍｏｓｃｏｐｅ． ｒｕ ／ ｗｅｅｋｌｙ ／

ｓｓｐ ／ ｓｎｇ＿ｎａｃ＿８９． ｐｈｐ？ ｒｅｇ ＝４； Институт “Открытое Общество”，Этнический атлас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Ташкет， ２００２， С． １９２．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１９８９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иргизская СС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ｍｏｓｃｏｐｅ． ｒｕ ／

ｗｅｅｋｌｙ ／ ｓｓｐ ／ ｓｎｇ＿ｎａｃ＿８９． ｐｈｐ？ ｒｅｇ ＝ １１；Итоги Пер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１９９９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ｇ ／ ｓｔａｔ． ｆｉｌｅｓ ／ ｃｅｎｓｕｓ． ｐｄｆ．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１９８９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Таджикская СС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ｍｏｓｃｏｐｅ． ｒｕ ／
ｗｅｅｋｌｙ ／ ｓｓｐ ／ ｓｎｇ＿ｎａｃ＿８９． ｐｈｐ？ ｒｅｇ ＝ １２；М． Тульский， “Итоги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２０００ го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зрастной，
половой， семейный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оставы”， Демоскоп Ｗｅｅｋｌｙ， ｎｏ． １９１ －１９２， ２００５．

俄罗斯对“国际移民”的界定与《１９９７ 国际移民统计建议》相似，指因各种原因在非出生国以外的他国定居入籍、长期逗留（一
年以上）、季节性或短期逗留（一年以下）的人，目前在俄罗斯的外国移民中定居和入籍的人很少，大多为务工和经商的劳务移民。 （纪
祥、郭晓琼：《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另，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国际移民包括长

期移民（在非居住国居住 １２ 个月以上的人）和短期移民（在非居住国居住 ３—１２ 月的人），本文涉及的俄罗斯族移民属于长期移民，乌兹

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则属于短期移民。
石丙如：《俄罗斯的中亚劳务移民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 年。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５７ 页。



图 １　 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及比重变化①

图 ２　 塔什干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及比重变化②

俄罗斯人主要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一半以上聚集在塔什干市。③ 由图 ２ 可见塔什干

俄罗斯族人口的发展变更。 从 １９５０ 年代末到 １９７０ 年代末，塔什干俄罗斯族占比维持在 ４０％上下，
１９５９ 年达到峰值 ４３． ９％ ，１９８０ 年代末呈明显下降趋势。 而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族占比在 １９７９ 年仅

为 ３６％ ④，直至 １９８９ 年才超过俄罗斯族达到 ４４％ ⑤。 由同一时期塔什干俄罗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

人口比重对比，可见俄罗斯族在塔什干的聚集程度。 从数量上看，１９８０ 年代末前，塔什干的俄罗斯

族数量不断增长并达到峰值 ７０． １ 万，此后开始下降。
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如工程技术、行政管理、教师、文艺、科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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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下，他们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核心群体。 俄

罗斯族的迁入及迁出，对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及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流动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兹别克人

迁转于中亚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兹别克人自苏联时期已有，此类迁移主要由国家主导以应对苏

联的阶段性劳动力需求，主要是参与俄罗斯国有农场建设以及各类设施建设。 １９９０ 年代后期，伴
随俄罗斯族迁离中亚的高峰，包括乌兹别克人在内的中亚本地居民赴俄的劳务移民开始显著增长，
到 ２０００ 年以后成为后苏联空间中人口流动的显著特征。

据统计，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亚每年输出劳务移民 ２３０ 万—４５０ 万，占中亚劳动力总数的 １０％—
１５％ 。① 根据 ２００５ 年底的统计数据，当年俄罗斯有 １８０ 万—３５０ 万的劳务移民来自中亚国家，其中

９０％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人口数量持

续减少而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中亚国家则因普遍较高的生育率引起劳动力过剩，与此同时，中亚

国家普遍发展水平低于俄罗斯，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就劳动力结构和国家发展水平而言，中
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形成“互补型”结构，俄罗斯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优先引进独联体国家的劳动

力。 以上构成了中亚赴俄劳务移民的背景。
乌兹别克斯坦赴俄劳务移民的数量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逐渐增加，２０００ 年以来上升趋势更为显

著。 据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乌兹别克斯坦每年约有 １３３ 万—２１０ 万劳务人口赴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约 ２６０ 万人，当年从俄罗斯寄回乌兹别克斯坦的汇款也达到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峰值，约 ６５
亿美元。 据俄罗斯内务部移民局统计，２０１９ 年有 ４８０ 万乌兹别克人进入俄罗斯，其中劳务人员达

到 ２１０ 万人。③

图 ３　 入境俄罗斯的中亚国家移民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④

图 ３ 为当年入境俄罗斯的中亚五国移民总量与乌兹别克斯坦移民数量，不包括临时移民。 相

关研究显示，２００３ 年前后中亚赴俄劳务移民（主体民族为主）开始呈现规模化特征。⑤ 可推断，２００３
年之前中亚各国仍有相当数量的非劳务移民（非主体民族）迁出中亚各国（参考图 １）。 ２００３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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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入境俄罗斯的中亚国家移民除个别年份受到影响外，总体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 其中，乌兹别

克斯坦入境俄罗斯的移民数量在中亚五国中的占比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达到顶点。
涉及入俄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包括临时移民）数据，如图 ４ 所现，同样也反映出 ２０１４ 年

前后达到峰值。 这是经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得以复苏，吸引劳务移民入境的反映。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间，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务移民始终维持在 ２００ 万左右。 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劳务移

民数量明显呈下降趋势，但已在 ２０２２ 年呈现上升趋势。
图 ４　 入境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数据①（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

流动于俄乌之间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以只有小学或中学学历的农村青年人为主，大部分

人只能听懂日常使用的俄语词汇，近 ２０％的劳务移民对俄语一无所知②，这一语言状况与后文探讨

的后苏联时代“俄语文化空间”的压缩有关。 尽管如此，俄乌之间巨大的工资水平差是刺激乌兹别

克人赴俄务工的最重要动力，大部分劳务移民在俄罗斯有亲戚或朋友，习惯于生活在宗族群体中的

乌兹别克人得以通过家庭关系、私人关系等社会网络在俄罗斯就业，血缘关系在移民的过程中发挥

着特殊的作用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劳务移民迅速融入“原有”集体并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提供了关

系网络保障。 劳务移民群体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中，投身建筑、交通运输、农业等行业，
但极少能定居俄罗斯，约一半比例的劳务移民长期往返于俄乌之间。④ 可见，该群体的特征、迁移

实践与分布，与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特征形成鲜明对比。 赴俄劳务移民的大规模流

动，在很大程度上“反向”维持了苏联时期俄乌之间人口流动的传统，并成为“俄语文化空间”在乌

兹别克斯坦再生产的动力之一。

二、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发展

俄语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移民而言，是族群身份的象征，更是政治权利的体现。 沙俄

时期，对于中亚地区的俄罗斯族上层统治者而言，俄语代表着权力和地位，对于下层的普通俄罗斯

族移民而言，俄语和东正教是联结祖国俄罗斯族情感的重要纽带。 与此同时，“弥赛亚”使命感使

俄罗斯族对自身语言文化持有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在苏联时期延续，并成为中亚的俄罗斯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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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当地语言的原因之一。 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使得俄语在中亚成为绝对主导的语

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关键领域渗入中亚，其具有的“象征性权力”使得中亚的俄罗斯移民在社

会生活各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从沙俄时期到苏联时期，随着俄罗斯族的迁入，“俄语文化空间”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形成并

日益发展。 从移民聚集的地理空间而言，城市是俄罗斯族最为集中的区域。 即使是当初以农业移

民身份迁入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也并没有长期定居在农村，至苏联时期，一部分人迁离乌兹

别克斯坦，一部分人则迁居城市，仅少数人继续生活在农村。 塔什干市是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族分

布最集中的城市，此外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费尔干纳作为继塔什干之后的大型城市，自苏联时期至

今亦为俄罗斯族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 总体上，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至 ７０ 年代末是乌兹别克斯坦俄

罗斯族人口数量稳步上升时期，塔什干市俄罗斯族的比例在此期间维持在 ４０％左右（见图 ２）。 因

此，作为文化载体的俄罗斯族在城市创造的“俄语文化空间”在这一时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从俄罗斯族移民的身份及文化效应看，沙俄时期中亚的俄罗斯族移民主要是哥萨克人、退役军

人和数量不多的农民，对“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注入了最初的力量，但因规模不大而未能形成显

著影响。 随着苏联政权覆盖中亚，俄罗斯族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担任重要

职位，至苏联工业化建设时期又有大量俄罗斯族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教师迁至乌兹别

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遂逐渐在教育、工业生产和行政体系中全面辐射。
（一）教育体系的“俄语文化空间”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俄语教学已在中亚开展。 沙俄自 １８８０ 年代开始在所谓“俄属土耳其斯坦”建

立俄语 －突厥语学校（中小学），为了吸引当地人入学，俄语 － 突厥语学校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并用

俄语教授所有其他课程。 据统计，１８８６ 年“俄属土耳其斯坦”开设了 １４ 所俄语 － 突厥语学校，到
１８９５ 年这样的学校在中亚地区已达 １６７ 所，共有学生 ６０００ 多名。① 因师资数量、教材、课时等因素

制约，这一时期俄语教学未达到很好的效果。 尽管如此，俄语学校的建立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

化空间”的形成奠定了早期基础。
十月革命后直至苏联解体前，乌兹别克斯坦教育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不断发展和扩大，成

为影响“俄语文化空间”进入国家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关键因素。 教育系统的“俄语文化空间”发展

主要受以下几项因素的影响：第一，苏联的扫盲运动。 １９１９ 年《俄联邦人口扫盲法》在中亚推广，该
法令规定，“８—５０ 岁的所有不识字公民必须识字，学习俄语或民族语言，可选其一”。 到 １９５９ 年，
中亚居民的文盲问题已基本解决。② 毫无疑问，扫盲运动对中亚各国“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创造

了前提。 第二，苏联对中亚的语言政策经历了先“本土化”再到“俄语化”的转变③。 这一语言政策

的转变，在乌兹别克斯坦教育系统中主要表现为教学语言的变化。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乌兹别克斯坦

已建立广泛的中学教育体系，教学语言的使用涉及所有的地方语言。 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３２４ 号

决议④，自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起，俄语成为苏维埃联盟各共和国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这一决议将俄

语在整个苏联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提高至顶点，教学语言的统一化标志着“俄语文化空间”在中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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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系统的全方面生产自此展开。 第三，文字书写系统的转变。 自 １９３９ 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开

始推行基里尔字母改革。 在俄语成为必修课之后，文字书写系统的转变成为苏联继续提升俄语地

位的又一重大举措，乌兹别克文在书写形式上的“俄罗斯化”，进一步促进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

空间”的发展。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教育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人才培养阶段。 这

一过程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由持续迁入的俄罗斯族和乌克兰俄语教师完成，自 １９４６
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的师范院校开始培养本土俄语教师，标志着“俄语文化空间”的生产主体发

生转变。 仅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年间，乌兹别克斯坦的师范院校培养了 ３８４４ 名大学俄语教师，而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６ 年培养的本土俄语教师数量超过 １． ２ 万名。 １９７９ 年为幼儿开设的俄语 － 乌兹别克语双语授

课班的数量为 １６２０ 个，涵盖幼儿 ３８． ５ 万人；１９８３ 年，双语班数量达 ３６６３ 个，覆盖幼儿 ６２． ８ 万人。①

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人还编纂了大量俄 －乌词典，包括俄 －乌科技术语系列词典等，出版了 ３８ 种

针对本地学生的俄语教材，印发总数超过 ２００ 万册。② 上述可见，俄语教育在乌兹别克斯坦全面展

开，其结果是当地出现了大量的“双语者”。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约 １４． ５％的乌兹别克人掌握了俄乌

双语③，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约 ２４％的乌兹别克人流利掌握俄乌双语④。 如果说，教材和字典的出版成

为俄乌文化联结的物质基础，那么“双语者”就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扩展及再生产的

“人力资本”。
（二）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
在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中，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的工业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经过前三

个五年计划（１９２８—１９４２ 年），成为中亚的动力和机械工业基地，工业在共和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

重从 １９２８ 年的 １９％增加到 １９３７ 年的 ６７． １％ ⑤。 工业化进程最初是通过吸引大量俄罗斯、乌克兰、
白俄罗斯的熟练工人实现的，他们不仅精通工业技术，同时也精通标准化的技术语言———俄语。 在

工业化进程中（１９３３—１９３８ 年），到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企业工作的俄罗斯族工人和专家人数达 ９． ４３
万人，⑥这批俄罗斯族的到来，一方面造就了中亚一批工业移民城市的兴起，同时也造就了工业体

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 就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言，其发展契机源于二战，战争期

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苏联的大后方，苏联中、西部企业中有 １０４ 个迁至乌兹别克斯坦⑦，安格连、阿
尔马雷克等城市逐渐发展起来。 以安格连为例，１９５９ 年迁入安格连的俄罗斯人和鞑靼人比例超过

该市人口总数的 ６０％ ，乌兹别克人则仅占 １５． ７％ 。⑧ 在这一时期的中亚各国，来自俄罗斯、白俄罗

斯和乌克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工业生产领域占绝对比重，本地工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人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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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比重远远低于俄罗斯族移民，１９７０ 年代前从未超过一半。① 由此，俄语普遍使用于工业生产空

间，由技术、工业化带动的语言标准化塑造了乌兹别克斯坦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俄语化”。 工业化

进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从业人数显著增加，同 １９１３ 年相比，１９９０ 年工业从业人数从 １． ８ 万增

加到 ４００ 多万。② 据图 １ 数据可知，此增量中的绝大部分为乌兹别克斯坦本地居民，这也意味着乌

兹别克人与俄罗斯族工人朝夕相处，并在工作中持续使用俄语。
可见，在 １９７０ 年代前，俄罗斯族是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也是该体系中俄语文

化空间的主要生产者；１９７０ 年代后，乌兹别克斯坦本地工人数量不断增加，该群体在学习工程技术

过程中学习和使用俄语，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的第二生产者。
（三）行政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费族拉·霍贾耶夫和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

克马利·伊克拉莫夫遭到清洗，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亚其他几国，造成中亚各共和国干部短缺，于
是苏共中央和政府紧急启用了一大批年轻人填补空缺，同时也调配了许多俄罗斯族青年干部担负

领导工作。③ 以后，中亚各共和国的第二书记均为俄罗斯族，作为苏共中央在各共和国的代表，人
选基本上由苏共中央直接指派，很少由当地人担任。 １９７０ 年代前，这些俄罗斯族在很大程度上比

由当地主体民族担任的第一书记更有权力。 此外，在共产党中央局和书记当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

人的比例通常更高。④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语文化在乌兹别克斯坦党政空间中的地位，并对

其他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人事任命产生了示范性影响，即人事政策虽未对俄语水平作出明确要求，
但实际已默认了干部人选必须具备熟练使用俄语的能力。

１９７９ 年 ５ 月，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塔什干召开“作为苏联人民友谊与合作语言的俄

语”全苏科学实践会议，会议决定将加强俄语在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地位。
此次会议极大推进了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传播和使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１９８９ 年人口普查时，
乌兹别克人流利掌握俄语的比例相较 １９７０ 年增加了 １０％ ，超过 １３００ 万乌兹别克人不同程度地掌

握俄语（约 ７０％—８０％的城市居民和约 ４０％的农村居民）。⑤ 可以说，“俄语文化空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达到顶峰⑥，这与苏联的民族政策、语言政策对于俄语发展的全面支持有紧密关系。
总之，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迁入的俄罗斯族有关，还与教育政

策、干部政策影响下乌兹别克人学习使用俄语的空间扩展有关，这是苏联政治及俄罗斯族移民的一

个延伸影响。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行政体系为“俄语文化空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工业体

系为之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平台，教育体系则贡献了最广泛的人员基础。 就“俄语文化空间”的生

产过程而言，教育、工业、行政体系分别对应着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俄语文化空间

再生产的关键领域，三者相互促进并相互影响，从不同领域形塑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
还需明确的是，基于苏联在干部政策、语言教育政策中对俄罗斯族的倾斜，行政体系中“俄语

文化空间”的形成相较于其他两个体系更易于实现，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失去苏共中央的支撑，这一

体系及其内部的“俄语文化空间”更易消解。 而教育和工业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更多地联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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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族与乌兹别克人的生计，以及对后代的培养。 其中教育体系的空间生产尤其重要，苏联在乌

兹别克斯坦的教育体系中投入了更多的再生力量，利用俄语这一关键因素建立了人才培养体系的

基础，使得教育体系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再生产的最大遗产，教育体系之中培

养的人才不可避免地成为“俄语文化空间”的载体和再生产者。 因此，在上述三类体系的空间生产

中，教育体系是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形成、发展及再生产的最重要因素。

三、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压缩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苏联在“改革”的道路上试图甩掉中亚这个包袱。 中亚之所以成为包袱，从经

济角度看，中亚国家约 １ ／ ３ 的财政预算需从中央财政补贴来获得。① １９８０ 年代末，中亚国家所获补

贴数额高达 ５００ 亿美元。② 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莫斯科认为中亚离俄罗斯太远，属于伊斯兰世

界、发展中国家，无法成为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有利因素。 因此，中亚在莫斯科的政策中开始被“疏
远”。 与此同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明显变化，民族主义情绪“自下而上”地抬

头，俄罗斯族感觉到威信下降，并被逐渐地排挤出管理领域。③ 上述二者构成了乌兹别克斯坦“俄
语文化空间”逐渐压缩的背景。

（一）俄罗斯族的迁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开始收缩，直接原因是俄罗斯族的迁离。 这

一时期俄罗斯族之所以迁离，主要是与本地居民之间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竞争加剧。 这一点

在农村表现为对土地和水的争夺，城市则更多表现在升迁、就业和教育等方面。 苏联于 １９２０ 年代

提出的“在地化”运动在这一时期重新获得了支持，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当地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变

多。 至 １９８０ 年代末，在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和地区一级权力机关中，俄罗斯族只担任了一些次要的

职务，且很少能得到提拔。④ 高等教育政策也向本地居民倾斜，俄罗斯族无法享受与之相同的优

惠。 其次，族际关系紧张。 一个极端的事例是 １９８９ 年“费尔干纳”种族屠杀事件，一些俄罗斯族也

成为被施暴的目标。 １９８０ 年代初塔什干只有 １５％的俄罗斯族想要离开，至 １９９０ 年代初比例达到

４０％ 。⑤ 乌兹别克斯坦在 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５ 年的《语言法》中规定乌兹别克语为国语，俄语丧失了法律

上的地位，而俄罗斯族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约 ４． ５％ ⑥）掌握了乌兹别克语，使得绝大部分俄罗斯族

的处境更加艰难。 最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形势恶化。 俄罗斯族迁出的高峰时期并非乌兹别克

斯坦独立之时，而是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 年，这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有直接关系。 苏联解体

后，乌兹别克斯坦工业体系全方面断裂，原有苏联体系内的市场成为国际市场，关税、物流等问题无

法迅速解决。 工业迅速衰落导致居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工业技术人员无法找到专业对口

的工作，难以维持生活；这一时期俄罗斯则在普京的领导下开始大跨步的工业体系建设，急需大量

工业技术人才，这对居住在中亚的俄罗斯族工业技术人才来说是很好的选择。⑦ 以上可见，生存竞

争加剧、族际关系紧张、经济形势恶化、俄语地位不断下降是促使俄罗斯族纷纷离开乌兹别克斯坦

的推力，而俄罗斯经济的复兴、对技术人才的强烈需求则是俄罗斯族返迁的拉力。 俄罗斯族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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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直接导致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文化载体数量缩减，１９７９—２０２１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

俄罗斯族减少了约 ９５ 万人（图 １），即 ５６． ７％的俄罗斯族迁离了乌兹别克斯坦。
（二）“去俄罗斯化”的实施

“俄语文化空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压缩，另一直接原因在于“去俄罗斯化”的实施。 苏联解体

后，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被提上日程，开端则为彰显民族独立性的“去俄罗斯化”运动。 乌兹

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去俄罗斯化”政策比较激进的代表，从语言政策到行政改革，从修改历史

教科书到推倒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无不体现着“去俄罗斯化”的决心。 “去俄罗斯化”的推行，使
得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教育、工业体系中“俄语文化空间”显著压缩。 首先，俄罗斯族不再担任重要

的行政职务，乌兹别克斯坦对国家干部任命增加了语言要求，即必须掌握乌兹别克语，这与苏联时

期对干部任命中潜在要求干部掌握俄语恰好相反。 １９９５ 年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有 ４０％ 的俄罗斯

族，而当下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多数党———人民民主党中俄罗斯族仅占 ４％ 。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

的 １２ 名委员会主席中，并无俄罗斯族。① 其次，俄语学校大量减少。 ２００５ 年塔什干 ３１５ 所中学中，
有 １６５ 所使用乌兹别克语教学，５３ 所使用俄语，除其他授课语言外，９９ 所使用乌俄双语。② 乌兹别

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学年约 ８５． ５％的中小学生在乌兹别克语教学的学校

学习，仅 １０． ２％的学生在俄语教学的学校学习。③ 尽管在双语学校中提供俄语和乌兹别克语两种

语言教学，但除塔什干之外，各州均受到俄语学校数量和教学质量限制的影响，更多学生选择乌兹

别克语学校。 如前所述，教育体系是“俄语文化空间”生产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教育体系中俄语教

育迅速缩减，与之相应的则为“俄语文化空间”所涉及广泛人员基础的极大萎缩。 再次，文字“拉丁

化”改革。 １９９３ 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实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乌兹别克字母表的法令》，试图

以文字“拉丁化”改革消除俄语文化的影响。 独立 ３０ 年以来，为顺利有效地推广拉丁字母，乌兹别

克文拉丁字母表进行了 ５ 个版本的修改。 虽然“拉丁化”改革成效迟迟未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出
现两种书写系统并行的情况，但是公共空间中的标志、居民身份证明、官方机构的门牌、乌兹别克语

教学的中小学教科书都已基本过渡至拉丁字母书写系统。 尤其明显作用于独立后出生的这一代

人，他们已经能普遍用拉丁字母进行书写和阅读。 这证明，文字书写系统中的“去俄罗斯化”已达

到一定成效，也反映出“俄语文化空间”在乌兹别克斯坦消解的一个面向。
总之，关于“俄语文化空间”的压缩，俄罗斯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数量和比重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持

续下降，是“俄语文化空间”消解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体现。 “去俄罗斯化”政策的实施，既是促使俄

罗斯族迁离的因素之一，又是从行政、教育、文字书写系统瓦解“俄语文化空间”的主导力量。 乌兹

别克斯坦农村地区俄语使用逐渐消失，劳务移民的俄语水平低下就是证明。 “俄语文化空间”的快

速消解一定程度上对族际交往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使用各自民族语言难

以有效交流，乌兹别克族也无法完全听懂卡拉卡尔帕克族语言。

四、后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再生产

在上述“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发展、消解过程中，行政体系是一个“内向型”的体系，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个可由国家控制的封闭性体系，其中的语言文化空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因而，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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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这一体系中的“俄语文化空间”能够被最大限度地消

解。 相比之下，教育体系、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属于“外向型”的开放性体系，乌兹别克斯坦现代

城市的建设、现代教育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引入，就是基于历史上“俄语文化空间”的形成而得以发

展的，未来这些体系自身的“开放性”也将自然地联结外部文化空间。 在此过程中，国家之间、区域

之间的“俄语文化空间”无疑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也成为促使其“再生产”的内在动力之一。
（一）“俄语文化空间”的惯性

上述“俄语文化空间”消解的另一面，则是其仍以“自我生产”的方式继续在各类空间体系存在

着，这无疑是文化主体间性的体现。
在独立 ２５ 年后，乌兹别克斯坦大约 ３０％—４０％ 的城市公共场所的交流，乌兹别克人和“欧洲

人”之间，以及乌兹别克人之间，依旧使用俄语进行。 教育空间则与苏联时期一样，首都大学讲俄

语的学生人数较多，且主要与精密科学和技术学科教学相关。①

１９９１ 年后，虽然中亚各国优先发展本民族语言，但是将俄语从经济生产生活中排挤出去是一

件困难的事，因为正是通过俄语，各国才继承了苏联留在各共和国的经济资源。 实际上，独立后的

乌兹别克斯坦工业生产发展缓慢，仅汽车制造业得到新发展，１９９６ 年在安集延州的阿萨卡投入运

营了第一条现代汽车生产线———乌韩合资企业，其他工业和基础设施均是在苏联时期的基础上运

行，而相关科技和现代化领域使用的均为俄语。
苏联时期建设的所有工业城市，如纳沃伊、阿尔马雷克、奇尔奇克、安格连等，在生产领域中均

广泛使用俄语，而这个趋势并不总与俄罗斯族的比重相对应。 据 ２０１５ 年统计，俄罗斯族在安格连

的人口占比仅为 ２． １％ ，而 １９８９ 年苏联人口普查数据中俄罗斯族在安格连的占比为 ３１． ４％ ②，两条

数据在人口数量及占比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族人口在安格连的较大差别，尽管如此，安格连市

民交际中俄语始终是仅次于乌兹别克语的最广泛使用语言。
在国家公务机构、银行、公司的招聘中，俄语能力依然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尤其是在塔什干、撒

马尔罕等大城市中，俄语是重要的工作语言。 在田野调查中，很多乌兹别克斯坦居民坦言，不会讲

俄语就无法工作。 比如在马哈拉工作的公务员，在为居民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时，遇见不会讲乌兹

别克语的居民（或租客、游客等）时需用俄语。 上述情形还涉及各类机构的雇员。 因此，这就涉及

当地“双语者”在工作实践中的语言选择，与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使用族群（塔吉克族、鞑靼

族、朝鲜族、哈萨克族等）相关。 对于外国投资者、游客、学生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仍

是一个俄语国家，这些人群的行为实践大多基于俄语展开。
上述可见语言的延续影响，与前述文化空间形成发展中的政策、教育、职业发展等场域的俄语

影响力有关，即使苏联解体后，这些空间的俄语影响力亦未迅速消退。 同时，区域形势中俄语的影

响，也决定了俄语使用的持续性。
（二）俄语的“在地化”
“在地化”与“本地化”“本土化”的释义相当，指代一套话语体系进入地方社会之后的调适，及

背后所体现的主体间性。 俄语的“在地化”，主要表现为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

化。 当地俄语中，出现了来自乌兹别克语的借词现象，一般表示该地区特有的现象和物体，或者与

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惯用词语和表达方式有关。 与此同时，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出现了“混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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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如，乌兹别克语中的名词在俄语中被改造为动词，或者俄语动词被置于当地惯用的名词之前

成为动词词组，以及在乌兹别克语单词之后增加俄语中用于指小表爱的后缀。 表 １ 列举了部分借

词和混合词现象。
表 １　 　 俄语借用乌兹别克语的词汇

语
言

现
象

语 言 形 式 俄语形式 “在地化”形式

借 　 　 用

чашка （无柄茶杯） пиала

купаться в реке （洗澡） купаться в саю

сливки （酸奶油） каймак

кислое молоко （酸奶） катык

пирожки （馅饼） самса ＼пегодя

表 ２ 　 　 俄语与乌兹别克语的混合①

语
言

现
象

语 言 形 式 俄语形式 乌兹别克语形式 “在地化”形式

混 　 　 合

сделать покупки （购物） бозоркилмок сделать базар базарить

закинуть деньги на
пайнет （手机充值）

пайнет сделать пайнет

моя девочка ＼дочь
（我的女儿）

кызым кызымка

上述词汇在乌兹别克斯坦居民的口语中已很常见。② 可见，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构成在地方

使用中出现了变化，借用乌兹别克语翻译的地方性菜名、物体、日常生活用语等进入俄语词汇中。
这也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在俄罗斯族离去之后成为一个自我运行的生产空

间，地方性要素介入俄语的“在地化”中。 俄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载体，是乌兹别克人，并不完全需

要俄罗斯族的“支持”。
（三）劳务移民与“俄语文化空间”的再联结

如果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前“俄语文化空间”的缔造者更多为俄罗斯族移民，那么在独立之

后，赴俄的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就成为这一文化空间的再联结者和再生产者。
劳务移民之所以成为重要的载体，源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乌兹别克斯坦劳务移民在俄乌两

国之间的流动性强。 约一半移民数月或 １ 年左右返回乌兹别克斯坦，１ ／ ３ 的人长期往返于俄乌两

地。③ 可见，季节性流动是赴俄劳务移民的主要类型。 其次，中亚各国普遍缺乏移民重新融入、回
国再适应以及开发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各类举措。 劳务移民在俄罗斯获得的大部分劳务收入，主要

用于改善家庭住房及举办婚礼等，因回国之后很难找到工资水平相当的工作，物质生活水平并未得

到明显提升，因而许多移民不得不再次外出务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务移民的高流动性。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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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显示混合形式，乌兹别克文以基里尔字母书写。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и ”， Днев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ований， ｎｏ． ３３， ２０１７．
“Мигрант с натур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ｏｍｍｅｒｓａｎｔ． ｒｕ ／ ｄｏｃ ／ ３３８０３７６？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ａｐ２ｅｋ６ｎｙｑ９４３２１５４２３．



者，劳务移民的俄语水平得到一定程度地提升，这有助于劳务本身。 一方面，根据俄罗斯联邦

４１２ － Ф３ 号法律，入境移民需要通过测试才能拿到各类居留证明，测试内容包括俄语知识（词汇、语
法、阅读、听力）、俄罗斯历史、俄罗斯联邦法律基础。 就申请劳务特殊许可证而言，要求移民能够

正确理解听到的信息、阅读社会生活或者社会文化领域的文章，其中包括工作聘任的主题，与警察

局、政府机构和诊疗机构的主题。① 对于达不到测试要求的劳务人员，俄罗斯向其提供免费的俄语

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另一方面，作为劳务移民输出国，乌兹别克斯坦也为有效输出劳务移民

而加强了相关培训。 自 ２０２０ 年起，乌兹别克斯坦就与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世界技能大赛俄罗斯

联盟及其他教育机构建立合作，为在俄罗斯的乌兹别克斯坦公民提供职业和俄语培训，为海外劳务

移民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② 最后，劳务移民的行为模式日趋“欧化”。 赴俄罗斯从事劳务的乌兹

别克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触欧洲的价值观。 据 ２０１５ 年安格连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曾为劳务移民的

驾车者开始在不受监管的人行横道上给行人让路③，显示了劳务移民在俄罗斯期间所受区域文化

的影响。
总之，数量庞大的劳务移民往返于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伴随劳务时间的增长、从事岗

位的稳定或是向上流动，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和语言特征的累积影响日益显著地发挥着影响力，使得

劳务移民本身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力量。
（四）城乡人口流动与“俄语文化空间”再扩散

城市化水平整体低下是中亚国家面临的共同状况，由于区域发展严重失衡，首都和个别大城市

的建设水平、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远远优于农村地区，刺激了城乡人口流动。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州（包括塔什干市）在 ２０１９ 年之后取消了对外地人员的登记限制，成为吸引农村流动人口数

量最多的地区，作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中心地带，在流动人口流入、不断熟悉城市生

活方式的过程中，塔什干的“俄语文化空间”得到了额外的增长。④

促使“俄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力量，不仅仅限于跨国劳务输出中的文化输入对劳务移民群体

的影响，还在于当劳务移民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后，该群体的体验与需求又作用于“俄语文化空间”
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转。 劳务移民带回的不仅是赚取的劳务收入，还有城市文化与语言技能。
很多劳务移民在俄罗斯拥有大城市的生产生活体验后，获得了新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不愿再返回农

村，而更倾向于在首都和大城市定居，从而直接刺激了乌兹别克斯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因此可以说，在跨国劳务移民影响之下，乌兹别克斯坦的城乡互动更加频繁，城市和乡村之间

的“俄语文化空间”在互动之中得到巩固并扩散，尤其是流向农村区域。
（五）“去俄罗斯化”在实践中的调适

独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为构建民族国家、凝聚民族精神，通过“去俄罗斯化”将“俄罗斯因素”
塑造成“外部敌人”。 然而，在卡里莫夫执政后期，尤其是 ２００５ 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兹别克斯

坦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得以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得以缓和，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去俄罗化”

１９

移民视角下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流变

①

②

③

④

“ФЗ ４１２：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８ декабря ２０２０ года № ４１２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１５⁃１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ｇｒａｎｔｍｅｄｉａ． ｒｕ ／ ｍｉｇｒａｃｉｏｎｎｏｅ － ｚａｋｏｎｏｄａｔｅｌｓｔｖｏ － ｒｆ ／
ｆｚ － ４１２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ｎｙｙ － ｚａｋｏｎ － ｏｔ － ８ － ｄｅｋａｂｒｙａ － ２０２０ － ｇｏｄａ － ４１２ － ｆｚ － ｏ － ｖｎｅｓｅｎｉｉ － ｉｚｍｅｎｅｎｉｙ － ｖ － ｓｔａｔｙｕ － １５ － １ － ｆｅｄｅｒａｌｎｏｇ ／ ．

“Трудовых мигрантов из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РФ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обучать профессиям и русском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ｕｚ ／ ｒｕ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１３ ／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

Ю． Н． Цыряпкина， “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и ‘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и ”， Дневник Алтайск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ований， ｎｏ． ３３， ２０１７．

Н． П． Космарская， “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ки， параметр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Евразия，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的进程。 ２０１６ 年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之后，俄乌双边互动变得更加频繁。
在教育领域，俄乌两国进行了深度合作。 ２０１６ 年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仅有 ３ 所俄罗斯大学的

分校，至 ２０２２ 年，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在内的 １７ 个俄罗斯大学的分校

设立。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资源缺乏的难题，也为当地学生提供了更多

选择的机会，从而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新发展。 与此同

时，也对当地居民关于下一代的中小学语言教育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社会文化领域，米尔济约耶夫恢复了以“人民友谊”命名的塔什干地铁站、广场和宫殿；作为

“人民友谊”象征的铁匠沙赫迈德·沙马赫穆多夫家庭纪念碑①再次被放置在人民友谊宫门口；曾
经被更改为“纪念日”的节日再次恢复为“胜利日”。 此外，卡里莫夫时期并未公开谈论的许多话题

当前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如，有公众提议承认并保留乌兹别克语基里尔字母书写系统，将拉丁文

字书写系统作为第二书写系统。 虽然在现实层面文字改革的步伐并未停止，但反映了民众层面的

一些心声。
综上，“俄语文化空间”的产生与政治、历史因素密不可分，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存续与“再生

产”，既与空间自身的“保守性”相关，表现为在塔什干等大型城市中，“俄语文化空间”已融入居民

的生产、教育、生活之中，俄语“在地化”现象更是表明，该空间已经影响和塑造了居民本身，成为

“惯习”；也与空间“中心”与“边缘”之间形成的现代化水平“势差”紧密相连，赴俄的劳务移民成为

文化空间得以交流的载体，联结着“俄语文化空间”的“中心”与“边缘”，以及城市与乡村。 “去俄

罗斯化”在实践中的调适，既从社会现实需求层面正视了“俄语文化空间”在教育系统的重要意义，
这将有助于历史上已有的俄语资源的再次重启和利用，又进一步调整了对“俄罗斯因素”的态度，
使得其在社会文化空间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随着不同层面空间生产实践的持续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将会长期存在，微
观层面的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兹别克斯坦“去俄罗斯化”政策的调适，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

既有俄语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俄罗斯对高水平劳务移民的需求。

五、结　 　 语

沙俄时期俄罗斯族的迁入塑造了乌兹别克斯坦最初的“俄语文化空间”，苏联时期俄罗斯族的

大规模、持续性迁入使得“俄语文化空间”得到极大扩展。 以塔什干为主的城市地区成为乌兹别克

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核心地带，教育体系、工业体系和行政体系成为“俄语文化空间”发展、扩充

的主要领域，并日益影响着其他社会领域，“俄语文化空间”则逐渐发展至顶峰。 直至苏联解体，乌
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化空间”开始呈现回落之势，政治上与俄罗斯的分离、俄罗斯族的迁离、“去
俄罗斯化”政策的实施直接压缩了这一文化空间，然而城市化进程、教育体系、工业体系的内在发

展规律及开放性决定了深植于其中的“俄语文化空间”的存续。 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去
俄罗斯化”的一系列举措下，上述体系内“俄语文化空间”始终具有存续及再生产的能力，此为“俄
语文化空间”再生产的第一重动力。 与此同时，流转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的大规模劳务

移民再次联结了两个国家，作为载体的劳务移民的传承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得以再

生产的第二重动力。 进一步地，劳务移民的跨国劳务体验改变了群体认知及行为实践，进而刺激了

乌兹别克斯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即推动了“俄语文化空间”从“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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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沙赫迈德·沙马赫穆多夫一家在二战期间为１５ 名被疏散到塔什干的孤儿提供庇护，因而其事迹在苏联时期已被传颂，成为“人
民友谊”的象征。



“俄语文化空间”在城乡之间的扩散，成为其再生产的第三重动力。 “去俄罗斯化”在实践中的调适

为“俄语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提供了国家话语层面上的支持，成为上述三重动力持续作用的后盾。
当我们关注“俄语文化空间”的主体时，无论是俄罗斯族移民，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国劳务

移民，他们作为多元文化之间的联结者，在参与区域社会构成、文化延续的交互和叠加过程中，共同

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如果说沙俄和苏联时期俄罗斯族移民在乌兹别克斯坦创造了一种与

俄罗斯本土“平行时空”的纯正的“俄语文化空间”，那么在“俄语文化空间”形成之后，乌兹别克斯

坦的“双语者”使之逐渐演变为一种“本土化”的变体，继而流动于俄乌之间的劳务移民再次塑造了

“流动的”“非纯正”①的变体。 这就意味着，当俄罗斯族移民最初创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俄语文

化空间”后，该群体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者，乌兹别克人成为“生产”及“再生产”的主体。
最后需强调的是，语言是文化空间的核心，也是族群身份的要素。 俄语与乌兹别克语之间的地

位转换，是乌兹别克斯坦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强调民族身份与认同的重要抓手，是重新凝聚民心的重

要体现。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对中亚文化的影响深远，迁转于两国之间的移民既是历史关系的

延续，又与未来发展中的现代性动力紧密关联。 对于俄罗斯而言，“俄语文化空间”蕴含的潜力或

许会成为“俄罗斯世界”以更现实的方式存续的一项重要资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１９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ｚｂｅ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ｓａｒｉ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Ｒｕ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ｓ ｉｔ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ｅｒｔ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ｏ ｒｅ⁃ｌｉｎｋ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ｒｏｍ ｕｒｂａｎ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 ｄｅ⁃Ｒｕ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Ｍｉｒｚｉｙｏｙｅｖ ｃａｍｅ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ｎｅｗ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白洁，博士研究生；李洁，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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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移民视角下乌兹别克斯坦“俄语文化空间”的流变

① “非纯正”变体是指与大量的劳务移民的俄语习得并非经系统性学习，而是在日常交际的过程中逐渐习得，其发音中混杂方言

口音，词汇中混合了部分地方词汇，缺乏语法规则等，这与标准俄语本身具有较明显差异。


